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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后文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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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基于 2004—2016 年我国 283 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用差分回归模型分析了高铁开

通对人口流动及与其相关的“流量经济冶集聚水平的影响。 结果表明:整体来说,高铁开通促进了

沿线城市的人口变化和“流量经济冶的集聚;这种影响因城市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

异而具有异质性;随着时间推移,早期高铁开通城市的“流量经济冶集聚水平略呈倒 U 形变化。 在

高铁网配套建设中既要注意空间均衡投资、实现高铁网对经济地理格局重塑和人口合理分布的规

划引导作用,也要注意短期内高铁开通引起的中心城市虹吸效应,避免低效率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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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始于 2004 年规划建设、日臻完善的 “八纵八

横冶高铁网对我国城市群、都市圈的培育和经济地

理格局的优化发挥了越来越大的战略支持作用,促
进了城市化高质量发展[1]。 高铁开通和网络化通过

缩短时空距离、促进人口跨区域流动,进而促进了与

人口流动、驻留相关的包括旅游、餐饮住宿、商务会展

等在内的“流量经济冶的发展,助推了经济增长的国内

消费驱动和内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形成淤。

本文研究的基础是“高铁开通效应冶,作为高铁

建设的早期开拓者,日本和欧洲相应的研究较早。
Ueda 的研究表明,日本新干线建设与运营提升了沿

线城市的可达性和区位优势,对人口活动分布、投资

者选择等产生了很大影响[2]。 Blum 等研究认为长

期内欧洲高铁运营推动了城市分区、市场结构、收入

分配变化进而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收入平

等[3]。 Hall 指出,短期内高铁会促进连接的核心区

域和中心城市的“中心化冶水平上升,但是,对边缘

地区产生削弱作用,形成“极化效应冶 [4]。 Faber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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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也表明,随时间推移,高铁建设会引起周边的经

济增长减速[5]。 Ahlfeldt 等认为高铁开通是“暂时

冲击冶,并不能给经济的区域布局带来永久性改变,
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明确[6]。

我国是高铁建设的后来居上者,自 2004 年发布

高铁网规划以来,国内许多学者展开了“高铁开通

效应冶研究。 金凤君等研究指出,高铁所带来的最

直接的变化是旅行时空距离的压缩以及消费者可达

性和企业可达性的改变[7]。 王姣娥等以高铁压缩

了时空距离为立论基点,分析了高铁综合交通促进

沿线城市的人口集聚和产业升级的机理[8]。 李祥

妹等基于问卷调查分析了 2009 年沪宁高铁开通形

成的产业间人口流动分布[9]。 申洋等对高铁开通

促进居民消费展开了全面的实证分析[10]。
一些国内学者也关注了高铁效应的“消极面冶。

汪建丰等研究认为,从短期来看,高铁建设会推动区

域壁垒解构,形成要素逆向流动,增加沿线产业结构

转型升级和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11]。 王雨飞等研

究发现,高铁建设通过加速传统生产要素和创新要

素的分化流动,扩大中心城市与边缘城市的差

距[12]。 卞元超等的研究关注了交通运输条件改善

产生的“马太效应冶 [13]。 孙文浩分析了高铁网络产

生的“逆集聚冶现象[14]。
关于高铁开通效应的国内外众多研究成果的基

本共识是高铁开通通过提高“可达性冶、缩短“时空

距离冶对产业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和布局产生复杂

影响。 本文认为,高铁是以客运专线方式开通运营

的,因而高铁开通效应的主要方面是对人口流动以

及与人口流动、驻留相关的经济形态即狭义“流量

经济冶的影响,但是,目前关于这一主题的综合研究

并不充分。
现有文献表明,O爷 Kelly 等较早系统地分析了

“flow economy冶 [15],周振华等在国内较早提出了“流
量经济冶范畴[16],任胜钢等对流量经济理论和增长

模式作了归纳总结[17],孙希有对广义的流量经济的

分类、机理做了深入分析[18],石良平等从经济学范

式角度系统阐释了流量经济的学理[19]。 但是,到目

前为止,理论界对流量经济的含义仍存在分歧,早期

一些学者将其定义为“依存于要素流动形成的集聚

经济冶,近来有人将之定义为与互联网信息流量相

关的经济,莫衷一是。

本文主要借鉴孙希有的“狭义流量经济冶范畴,
基于高铁客运专线开通主要促进了人口流动进而促

进沿线城市商旅、餐饮等业态集聚发展的基本事实,
将“流量经济冶定义为包括零售、餐饮住宿、商务会

展、旅游和其他生活服务业在内与人口流动、驻留相

关的经济形态,并用第三产业产值区位熵值代表

“流量经济冶集聚水平。

二、理论机制与基本假设

本文的基本逻辑是具有交通革命意义的现代高

铁客运促进了人口流动,而人口高频流动必然引起

城市人口变化以及与人口流动、驻留相关的流量经

济集聚水平变化。 但是,作为人口流动的结果,城市

人口变化与流量经济集聚是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

的范畴,除了可以用来说明高铁开通影响人口流动

的效应之外,城市人口变化可能还包含了除人口流

动之外一些慢变量的影响,例如,由规划变更、产业

结构升级和区域差异发展引发的人口本地和异地城

市化,由出生率、死亡率变化形成的人口自然率变

化。 本文把两者作为人口流动的两个独立结果,用
来全面分析高铁开通影响人口流动的效应,重心在

分析高铁开通影响流量经济集聚变化。
人口流动根据动因分为经济性流动和非经济性

流动。 务工、经商、商务交流等属于经济性流动,旅
游、探亲、学习等属于非经济性流动。 一般来说,人
口经济性流动是由企业用工需求和科研创新活动引

致的,跟产业经济发展景气紧密相关,人口经济性流

动往往反过来为企业拓展更大范围的劳动力要素市

场和人力资本来源促进企业发展,进一步增强对人口

经济性流动的引致力。 根据经济学原理,人口经济性

和非经济性流动都源于个体“闲暇冶与收入组合的效

用最大化追求,个体年龄、收入水平的差异以及出行

成本高低可能是影响非经济性流动的重要因素。 一

般认为,年轻的、收入水平高的个体对于现代快捷交

通产生的时空收敛效应更关注,快捷交通的需求价格

弹性在不同的收入群体和年龄组中有差异。
高速开通对人口流动的净影响要考虑高铁交通

与普铁交通和公路交通的关系。 经验统计表明,综
合各项交通成本、安全和舒适感等因素,在行程时间

小于 4 小时的旅行中,即以每小时 250 km 的速度换

算 1 000 km 行程内,高铁客运对公路客运和自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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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强劲吸引力转移,对航空客运具有替代关系,但
是,与普铁出行相比,高铁的高票价具有“筛选冶和

锁定特定顾客群体的作用,那些收入较高、年轻的商

务人士偏爱高铁的时空距离缩短效应,而收入较低

的务工人员相对来说对高票价很敏感。 京沪高铁开

通后的 3 年内每年既有线路的客运量在高速铁路线

路开通后并未发生大变化,而高速线的客运量却在

大幅增长,表明短期内高铁对普铁并没有较强的替

代性,高铁开通对人口流动产生正向净影响淤。
对于城乡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区域来说,高铁开

通运营初期能提升沿线城市的区位优势,越来越多

的人涌向高铁沿线城市,高铁开通起到了促进高铁

沿线城市的城市化的作用,同时也会促进同质高铁城

市之间的“中心冶地位竞争。 一个有力证据是,与非沿

线城市的常住人口年均增长率 1. 07%的水平相比,武
广高铁开通后,高铁沿线城市的常住人口年均增长率

上升至 1. 35%,沿线的衡阳和郴州的相应指标从

0郾 83%和 0. 51%分别达到 1. 78%和 1. 73% 于。
总之,高铁开通通过提高可达性、缩短时空距离

促进人口经济性和非经济性流动,为沿线“中心冶城
市和区域的企业获取更大范围的要素资源、拓展更

大规模市场提供了实现机制,这一机制又会正反馈

于人口流动、推动流量经济发展,与此同时,高铁站

点、高铁新城建设会形成中心再造效应,枢纽和“中
心冶城市会出现商品零售额、文娱消费额、旅游景点

门票收入激增等现象,进而促进高铁开通城市第三

产业集聚水平的提高。
根据上述,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设

H1:整体来说,高铁开通对沿线城市人口变化

及流量经济集聚具有显著的正效应。
从 2003 年秦沈客专开通到 2012 年底形成“四

纵四横冶高铁网络干线,再到 2016 年修订《中长期

铁路网规划》提出“八纵八横冶主通道骨架,我国高

铁网的建设是按局部线段 主干线 网络化的进展顺

序分阶段进行的。 例如,纵线京沪高铁是在沪宁段

开通运营 1 年才于 2011 年 6 月底贯通并运营的;京
广高铁是在武广高铁运营 3 年后、郑武段开通运营

3 个月后贯通运营的。 先期开通高铁的城市之间的

可达性与未开通高铁的城市相比具有“比较优势冶,
随着高铁网建设和全覆盖态势的进展,先前开通高

铁城市的可达性“比较优势冶逐步消失,高铁开通的

全域影响逐步实现。
所以,高铁开通的影响会随着时间变化,存在短

期效应和长期效应的区别。 高铁在局部线段开通

时,其影响是局域性的,高铁开通能够促进沿线城市

人口流动和经济集聚;而在高铁网逐步形成后,高铁

开通的影响将变成全域性的,早期开通城市的可达

性优势消失,高铁开通增强集聚的效应会减弱。

淤根据《中国交通运输统计年鉴》数据整理,2011—2013 年京沪

普铁线客运量 3 年分别为 8 692. 09 万人、7 480. 88 万人和 8 217郾 74

万人,略有下降,但是,京沪高铁线的客运量却分别为 2445. 20 万人、

6 506. 90 万人和 8 389. 80 万人,铁路总客运量上升了 1. 6 倍。

于数据来自 2010—2012 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依据上述提出第二个假设:
H2:随着时间推移,高铁开通对沿线城市人口

变化及流量经济集聚的影响呈先增强后减弱的倒 U
形特征变化。

长期以来,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呈
现东、中、西 3 个发展水平各异的经济板块特征,全
国性经济中心集中于东部。 腹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

导致了中西部城市受地方财力所限在提升中心值、
建设接入高铁网的配套工程的能力,与东部城市相

比有差距。 此外,在我国高铁网建设的渐进过程中,
不仅东部区段建设和开通运营早于西部,而且高铁

网空间布局是非均衡的,东部地区较为密集,中西部

相对稀疏[20]。 依此本文认为高铁网建成后高铁对

中西部欠发达城市的经济发展促进作用会大于对东

部发达城市的促进作用,但是,在高铁网建成之前,
高铁开通产生的时空收缩效应只能在经济发达的东

部地区起到提升城市之间交通域联系强度、提高沿

线城市经济集聚水平的作用,而对中部和西部的众

多的中小城市的经济集聚可能产生不利影响,原因

在于三大区域的经济“落差冶会在短期内塑造人口

从欠发达的中西部流向东部中心城市的固定方向。
因此,提出第三个假设:
H3:高铁开通对东部和中西部开通城市人口变

化和流量经济集聚水平产生不同的影响。

三、变量、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1. 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高速铁路设计规范》 (2015)对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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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的广义定义,即既包括时速达 250 ~ 380 km / h 的

高铁级客专干线、也包括时速 160 ~ 250 km / h 以国

铁玉级为标准的城际快速铁路。
借鉴学界分析高铁开通效应的普遍做法,本文

首先将高铁开通看作是一次准自然实验,构建一般

化包含 DID(Difference in Difference)的回归模型:
yit = 琢 + 啄Di 伊 Tt + 酌X it + ui + 姿 t + 着it (1)

式中: yit为被解释变量,指 t 年 i 城市人口变化值和

流量经济集聚水平;D 为高铁开通与否的虚拟变量;
T 为时间虚拟变量,当 i 城市属于实验组,且 t 属于

高铁开通当年及之后的年份,交互项 Di 伊Tt取值为

1,否则为 0;啄 为交互项 Di伊Tt的系数,用来衡量高铁

开通对城市人口变化和流量经济集聚的影响净效

应;X it为控制变量;酌 为用来刻画控制变量影响的系

数;ui为个体固定效应;姿 t为时间固定效应;着it为模

型的随机误差项;i、t 分别为不同城市个体和年份。
为了捕捉在高铁开通影响的时间滞后效应,引

入 DTn虚拟变量,构建改进的多期 DID 回归模型:
yit = 琢 + 啄1Di 伊 Tt + 啄2DTn + 酌iX it + ui + 着it 摇 (2)
式中:啄1为用来表示高铁开通对实验组和控制组的

影响差异系数,如果显著为正,则表明高铁开通促进

了该城市的人口增加和流量经济集聚;DTn为高铁

开通的第 n 年(n=1,2,…,7)的虚拟变量,开通取值

为 1,未开通则取值为 0;啄2为滞后影响。
2. 变量选择及说明

(1)被解释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

由于各城市的高铁客运量年度数据的统计和测

算方法很难统一,因而本文将人口流动的结果,即包

括暂住人口的城市人口的变化值作为被解释变量之

一,并认为它大体能够反映高铁开通影响人口流动、
导致人口在沿线城市集聚的情况。 具体做法是选取

城市年末人口数差值对人口变化进行测度,用

p_flow it表示,并用之代替回归模型中的 yit。 设定另

一个被解释变量是城市流量经济集聚水平,鉴于数

据的可获性,选取包括零售、餐饮住宿、旅游等生活

服务业在内的第三产业产值区位熵值(LQ3 it)作为

代表变量,代替回归模型中的 yit。
LQ3it = (q3it / qit) / (q3t / qt) (3)

式中:LQ3it为 i 城市在 t 年的第三产业产值区位熵;
q3it为 t 年 i 城市第三产业产值;q3 t为 t 年全国的第

三产业产值;qit为 t 年 i 城市 GDP;qt为 t 年全国的

GDP。 高铁开通与否的虚拟变量和时间虚拟变量的

交叉项 Di伊Tt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其系数反映

高铁开通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
(2)控制变量

参照谢呈阳等的方法设 定 城 市 人 口 密 度

(p_density)、空间城镇化水平(urban)、资本存量水平

(capital)为控制变量[21],理由在于:一般来说,中心城

市或者城市中心区往往表现出人口密度高于其他城

(区),因而,城市人口密度可以作为表示“中心城市冶
的特征变量,由于在高铁开通初期,中心化程度高的

城市可能对人口和“流量经济冶产生虹吸作用,因此,
将其作为控制变量之一;空间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

对流动人口具有吸引力,本文用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代

表空间城镇化水平作为控制变量;与资本存量紧密相

关的城市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水平是吸引流动人口

及流量经济集聚的重要因素,本文因此用各城市的固

定资产投资总额代表资本存量水平作为控制变量,使
用时以 2004 年为基期进行了价格标准化处理。 本文

还参照卢福财等的做法,设定了用居民消费支出代表

的消费者购买力(consume)、职工平均工资代表的职

工收入水平(wage)和城市教师数量代表的教育资源

水平(teacher)作为控制变量[22],理由在于:消费者购

买力越高的地区,市场需求也就越高,商业和服务业

集聚水平越高;地区职工收入水平高低,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以经商和就业为目的的城市人口转移;城市教

育资源集中程度越高,越能吸引人口及流量经济集

聚。 另外,本文还借鉴李红昌等的做法,用城市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除以城市内部距离作为市场内部潜

力(emp)的衡量指标并设为控制变量[23]。
3. 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使用了 2004—2016 年我国 283 个地级以

上市的面板数据,文中所用高铁数据来源于 12306
官方网站和《全国铁路旅客时刻表》,人口数据、控
制变量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对于地级市样本的选取,考
虑行政区划的调整等因素,剔除了已撤市设区城市,
并对先前数据与并入城市数据进行了合并。 为了降

低异方差的影响,回归分析时对控制变量代理指标

数据作了对数化处理(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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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摇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变量含义 单位 样本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Q3 第三产业集聚指数 3 679 0. 903 0. 282 0. 040 4 2. 128 4

P_flow 人口变化 万人 3 679 0. 001 1 0. 312 -4 1. 679 2

P_density 城市人口密度 人 / km2 3 677 1 001. 552 1 784. 012 13 65 911

urban 空间城镇化水平 km2 3 679 347. 114 440. 248 57. 321 26 701. 11

capital 资本存量 万元 3 679 2 329 292 4 212 786 946 730 4. 97伊107

consume 消费者购买力 万元 /人 3 679 1. 432 0. 009 7 0. 004 8 10. 670

wage 职工收入水平 元 /年 3 660 35 788. 66 21 434 1 969. 57 576 545

Teacher 教育资源水平 人 3 550 6 407. 251 29 151. 83 4 872. 136 946 991

emp 市场潜力 3 679 10 099. 86 12 895. 05 47 639. 341 135 840. 9

摇 摇 注:数据来源《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经整理。

四、实证分析和检验

1. 高铁开通对城市人口变化和“流量经济冶集

聚水平影响的回归与检验

表 2 首先汇总了高铁开通对城市人口变化的影

响的估计结果。 列(1)和列(2)以 283 个地级以上城

市作为样本量,在固定了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后,未
控制其他变量时,高铁开通的影响系数是 0. 025 8,控
制其他变量后,影响系数是 0. 023 4。 在控制变量

中,除了工资水平的影响之外其他因素的影响并不

显著,总的来说,高铁开通对人口变化值的影响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 这表明,对于地级以上城

市的总体来说,高铁开通整体促进了城市人口增加。
列(3)和列(4) 选择了 283 个地级以上城市中到

2016 年底为止已开通高铁的城市作为样本,在同样

固定了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后,无论是否纳入控制

变量,估计结果都为正,但是在 1% 、5%和 10%水平

上都不显著,这表明高铁开通对这些城市来说,促进

人口增加的结论并不可靠。 总之,回归结果表明,高
铁开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人口流动,但是,对人口流

向的影响却因城市的个体固有特征差别而不同,对
具体城市人口变化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高铁开通与城市流量经济集聚水平的影响的估

计结果见表 3。 列(1)报告的是以 283 个地级以上

城市为样本在固定了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的回归结

果,核心解释变量 D伊T 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高铁开

通对城市第三产业产值区位熵值具有显著的促进效

应。 列(2)显示加入控制变量后高铁开通对第三产业

产值区位熵值的影响是从 0. 007 2 增加到 0. 015 2;
列(3)和 列(4)是仅考虑已开通高铁城市的估计

表 2摇 高铁开通对城市人口变化的实证回归结果

变量
全部城市 高铁开通城市

(1) (2) (3) (4)

D伊T 0. 025 8*** 0. 023 4*** 0. 009 9 0. 011 1
(3. 14) (2. 80) (0. 90) (1. 00)

lnwage 0. 036 1** 0. 052 0**

(2. 19) (2. 03)
lncapital 0. 001 9 0. 002 5

(0. 85) (0. 91)
lnurban -0. 001 8 0. 005 7

(-0. 25) (0. 59)
lnteacher 0. 003 4 -0. 001 2

(0. 71) (-0. 19)
lnconsume 0. 434 1 -0. 484 8

(0. 82) (-0. 75)
lnemp 0. 005 1 -0. 016 4

(0. 35) (-0. 72)
lnp_density 0. 000 8 0. 010 5

(0. 09) (0. 89)
常数项 0. 219 7*** -0. 229 9 0. 210 9*** -0. 404 7

(79. 33) (-1. 25) (45. 37) (-1. 45)
个体效应

时间效应

样本量

控制

控制

3 679

控制

控制

3 530

控制

控制

2 327

控制

控制

2 256
R2 0. 653 0. 648 0. 574 0. 571

摇 摇 注:表中括号内为 t 值,*、**和***分别表示通过了 10% 、5%和

1%的显著性检验。

结果,高铁开通对高铁城市第三产业产值区位熵的

影响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仍为正,且系数扩大为

0. 018 2,表明高铁开通对所有沿线城市的流量经济

集聚水平具有显著的正效应。
2. 高铁开通对城市人口变化、流量经济集聚影

响的时间滞后效应

诚如前述,高铁建设是一个从区段到全线再到

网络化的渐进过程,前期高铁开通城市的可达性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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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摇 高铁开通对流量经济集聚影响的实证回归结果

变量
全部城市 高铁城市

(1) (2) (3) (4)

D伊T 0. 007 2* 0. 015 2*** 0. 019 2*** 0. 018 2***

(1. 90) (3. 27) (4. 13) (4. 11)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 630 4*** -0. 011 3 0. 632 8*** 0. 914 0***

(491. 86) (-0. 13) (321. 59) (8. 22)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3 679 3 529 2 327 2 255
R2 0. 853 0. 871 0. 856 0. 873

摇 摇 注:表中括号内为 t 值,*、**和***分别表示通过了 10% 、5%和

1%的显著性检验。 受篇幅所限,控制变量统计量部分不再报告。

较优势会随时间推移发生变化,为了考察高铁开通

对城市人口变化和流量经济集聚的时间滞后效应,
本文借鉴卞元超等(2018)的方法,设置高铁开通后

8 年的逐年年份虚拟变量,对其与高铁开通虚拟变

量的交互项进行估计。

表 4摇 高铁开通对城市人口变化、流量

经济集聚影响的时间效应估计

变量
第三产业产值区位熵值 城市人口变化

(1) (2) (3) (4)
DT1 0. 020 3 0. 003 1 -0. 049 0 -0. 097 3

(1. 44) (0. 25) (-0. 35) (-1. 07)
DT2 0. 021 9 0. 006 0 -0. 158 0 -0. 051 4

(1. 56) (0. 49) (-1. 14) (-0. 55)
DT3 0. 027 0* 0. 007 2 0. 073 7 0. 201 0***

(1. 92) (0. 59) (0. 53) (2. 59)
DT4 0. 029 7** 0. 002 3 0. 059 6 0. 180 5**

(2. 11) (0. 19) (0. 43) (2. 11)
DT5 0. 013 5 -0. 012 0 0. 050 8 -0. 663 2***

(0. 96) (-0. 99) (0. 37) (-8. 07)
DT6 0. 021 7 -0. 011 5 0. 105 4 0. 132 7

(1. 55) (-0. 95) (0. 76) (1. 22)
DT7 0. 010 0 -0. 012 3 0. 090 0 0. 035 1

(0. 71) (-1. 00) (0. 65) (0. 40)
DT8 0. 006 1 -0. 022 4* 0. 239 5* 0. 105 7

(0. 44) (-1. 82) (1. 73) (1. 18)
常数项 0. 624 6*** -0. 298 1*** -2. 023 8*** 1. 144 8*

(224. 83) (-3. 70) (-74. 16) (1. 82)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3 679 3 530 3 678 3 529
R2 0. 468 0. 608 0. 153 0. 522

摇 摇 注:表中括号内为 t 值,*、**和***分别表示通过了 10% 、5%和

1%的显著性检验。

表 4 中列(1)和列(2)显示的是高铁开通影响

流量经济集聚的时间效应估计,可以看出,在未考虑

控制变量的情况下,交叉项的系数均为正,且在开通

后 4 年内逐年增强,但从第 5 年开始,正向效应有所

减弱,除了第 4 年、第 5 年外其余年份的影响系数并

不显著。 列(2)汇报的结果还表明高铁开通后第五

年开始,交叉项系数由正转负,回归系数不显著。 列

(3)和列(4)检验的是高铁开通对人口变化影响的

时滞效应。 从系数来看,在高铁开通后第 3 年,交叉

项的系数显著为逐年下降的正值,经过第 5 年系数

转负后到第 6 年后又为正,但是,低于先前第 3 年且

不显著。 这说明高铁开通对区域人口流动的影响随

着时间展开,存在着较大变化。 这大体验证了 H2,
随着时间推移高铁开通对沿线城市人口变化及流量

经济集聚的影响都大体呈倒 U 形特征变化,先增强

集聚,经过一段时间后集聚会减弱。
3. 高铁开通对不同区域城市人口变化、流量经

济集聚的异质影响

表 5摇 高铁开通效应的地区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东部区域 中部区域 西部区域

(1) 摇 摇 (2) (3) 摇 摇 (4) (5) 摇 摇 (6)

LQ3 P_flow LQ3 P_flow LQ3 P_flow

D伊T 0. 033 8*** 0. 243 7*** -0. 010 5* 0. 162 3* 0. 018 2** -0. 041 8
(4. 72) (2. 84) (-1. 71) (1. 81) (2. 01) (-0. 3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 110 1 110 1 267 1 267 960 960
R2 0. 648 0. 577 0. 872 0. 538 0. 895 0. 548

摇 摇 注:表中括号内为 t 值,*、**和***分别表示通过了 10% 、5%和

1%的显著性检验。 受篇幅所限,控制变量统计量部分不再报告。

表 5 汇报了高铁开通效应在不同地区城市之间

的差异性,对于东部和中部城市来说,产生了正向的

人口变化影响,而对西部地区城市产生了并不显著

的负向作用。 大体原因在于与东部、中部相比,西部

地区高铁路网密度低、建设较晚,人口相对稀疏,高
铁开通促进城市人口流迁的效应未充分显现。 就城

市的第三产业产值集聚水平来说,东部和西部地区

的高铁开通效应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而中

部地区的高铁开通效应却是负的,表明高铁开通对

东部和西部高铁城市的流量经济集聚产生了积极效

应,但是对中部地区的高铁开通城市却产生了需要

深入分析的消极影响;从作用系数上看,东部地区大

于西部地区,可能不仅因为东部地区的高铁线路密

集,而且因为中国的经济东强西弱、经济中心城市多

集中于东部城市,高铁开通增强了东部地区的虹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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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 上述大体验证了 H3,历史形成的东、中、西部

三大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会造成高铁开通效应

在三大区域内产生不同结果。
4. 稳健性检验

我国的城市内嵌于行政治理体系,城市之间存

在行政级别差异。 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等

高行政等级城市往往不仅配置了高能级管理决策权

限,而且集中了高质量的教育、医疗、公共交通等公

共服务资源,这些城市的人口与经济集聚水平无论

在高铁开通前还是开通后都高于其他城市。 而在高

铁网规划中,这些高行政能级的城市几乎都是高铁

网主干线路的节点和枢纽,在样本中包含了这些城

市,会影响高铁开通效应分析结论的稳健性。 表 6
的回归结果表明,剔除这些城市后,高铁开通对城市

人口变化、第三产业产值集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表 6摇 剔除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的样本城市检验

变量
第三产业产值区位熵 城市人口变化

(1) (2) (3) (4)

D伊T 0. 017 6*** 0. 018 6*** 0. 132 7** 0. 124 3**

(2. 85) (2. 85) (2. 30) (2. 10)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 613 2*** 1. 418 0*** -2. 070 4*** -4. 712 7***

(266. 08) (20. 60) (-114. 10) (-3. 88)
个体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3 289 3 154 3 288 3 153
R2 0. 385 0. 200 0. 534 0. 531

摇 摇 注:表中括号内为 t 值,*、**和***分别表示通过了 10% 、5%和

1%的显著性检验。 受篇幅所限,控制变量统计量部分不再报告。

五、结摇 语

高铁开通促进了沿线城市人口变化及与人口流

动相关的流量经济集聚,这个结论是稳健的。 本文

借此提出,应该积极利用高铁对城市群、都市圈的塑

形作用,重视高铁对经济内循环的引导性。 由于高

铁建设是从区段到全线再到网络化的渐进过程,基
于高铁开通产生的可达性“比较优势冶变化,高铁开

通城市的第三产业产值集聚水平随着时间推移大体

呈现先增强后减弱的倒 U 形特征变化,本文认为,
在高铁网络化特征形成前,高铁开通产生的时空收

缩效应能够提升城市之间交通域联系强度、有力促

进节点城市和枢纽城市的中心性提升和辐射能力强

化,进而引导城市集群发展,但是,应该注意到伴随

的边缘地区弱化现象,注意到高铁局部开通对人口

流向、经济集聚态势的扭变,注意与高铁相关的低效

率投资。
历史形成的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差异造成高铁开通效应的区域差异,三大区域的经

济“落差冶会在较长时期内塑造人口从欠发达的中

西部流向东部中心城市的固定方向。 本文认为,即
便在高铁网络形成后仍要面对由城市之间发展程度

不同、行政能级差异导致的中心城市虹吸效应、空间

经济极化现象。 本文提出的相应建议是,国家在高

铁网配套投资建设过程中应当从整体上充分考虑人

口流动分布规律,着眼于进一步发挥高铁网络的全

域效应和普惠目标,既要鼓励高速铁路客运需求较

多的东部地区城市加大配套投资力度,更要对受财

力所限的西部地区的高铁网接入工程进行持续的财

政支持。
作为抛砖引玉之作,本文引导了若干问题的讨

论,例如,高铁开通导致了空间经济的极化现象,是
否表明是“非效率冶和“不公平冶的? 陆铭的研究表

明,人为地追求空间上的经济均衡是非效率的[24]。
中国特有的体制下同级行政区竞争往往影响规划实

施,纳入国家高铁网规划或成为高铁枢纽城市已成

为“城市竞争点冶,这种竞争并非必然成为发展高铁

经济和发挥高铁网战略支持作用的正向因子,后续

研究会基于与人口流向和分布相匹配的集聚是有效

率的观点,分析高铁开通产生的有效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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